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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南洋华侨商业文书整理与研究”( 批准号: FJ2018B100) 阶段性成果之一。谨向本文
的匿名审稿者致谢，感谢他们给出的中肯建议。
① 关于这一论述，参见 G. Ｒedding，Gary Hamilton，Wong Hongying，Weak State，Strong Networks: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② 英语世界对华商网络的讨论起步较早，主要是在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如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1989)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ercial Networks in Asia，1850 － 1930
( Milan，1993 ) ;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 Singapore，1998 ) . 具体论述可参 见 Gray Hamilton ed.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1; Asian
Business Networks，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1996;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Asia，Natl
Gallery of Australia，1995; Aihwa Ong，Donald M. Nonini eds.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Ｒutledge，1996; Linda Grove and S. Sugiyama，Linda Grove eds. ，Commercial Networks in Modern Asia，Ｒichmond，Surrey: Curzon Press，
2001. 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滨下武志著，马宋芝译《香港大视野: 亚洲网络中心》，商务印书馆( 香港) 有限公司 1997 年版; 滨下武志
著，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 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古田和子著，王小嘉译，虞和
平审校《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 19 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中文方面，参见龙登高《论海外华商
网络》，《学术研究》1998 年第 5 期; 庄国土《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海外华商网络系列研究之一》，《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3 期;《论 15—19 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海外华商网络系列研究之二》，《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 2000 年第 2 期;《论 17—19 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东南学术》2001 年第 3 期; 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
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历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戴一峰《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南中国海与近代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史林》2005 年第 2 期;《“网络”话语与环中国海华商网络的文
化解读》，《学术月刊》2010 年第 11 期; 水海刚《移民与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的互动———以近代南中国海为例》，《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
科学版) 》2005 年第 5 期; 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等。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海外华商企业经营研究的理路多遵循中国商业史研究的已有范式，即强调





































廖赤阳、刘宏:《网络、国家与亚洲地域秩序: 华人研究之批判性反思》，《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
学界普遍认为，多种网络形态可以同时并存，并且它们互相嵌入、共振，有效地建立了一种市场和管理系统之外的商业制
度。参见 W. Mark Fruin ed. ，Networks，Markets，and the Pacific Ｒim: Studies in Strate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 3 － 7.
参见市川信爱、戴一峰《近代旅日华侨与东亚沿海地区交易圈———长崎华商“泰益号”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版; 戴一峰《旅日华商“泰益号”经营网络结构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6 期; 朱德兰《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
益号国际贸易网络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1995 年第 2 期;『長崎華商貿易の史的研究』芙蓉書房，1997 年;《长崎华商: 泰
昌号、泰益号贸易史( 1862—1940 )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长崎泰益号的东亚贸易活动———神户华商信息为中心的分析
( 1901—1941) 》，刘序枫编:《亚洲海域间的信息传递与相互认识》，“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2018 年版。
马木池:《二十世纪初北部湾的杂货经营———贞泰号个案研究》，马木池编:《北海贞泰号商业往来文书》，华南研究出版社 2003 年









6 000元，利润则不及 800 元，参见《和丰银行有限公司致白三春茶行: 逐月来往对数单》，1931 年 10 月 1 日—31 日。
王望波:《东南亚华人小中企业的发展方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地区的发展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在此背景下，关于亚洲的企业
集团、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与经营问题的讨论也日益增多，华人企业的实力地位、华人企业的家族经营特点、华人企业与当地经济关
系、华人企业的跨国经营等问题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参见郭梁《关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的几个问题》，《南洋问题研究》






成立可上溯至 19 世纪末。当时祖籍福建安溪的白氏兄弟( 白心正与白秦) 为谋生和发展计，决定成
立茶行，向散居在南洋各地的华侨乡亲进行销售。白氏兄弟因此分居两地，白秦在安溪负责采购及
运输茶叶; 白心正到新加坡成立“白三春”茶行，负责销售。就这样，一个小型的茶行就开始了它的跨
国经营。③ 1908 年，在中国安溪的白秦因病过世，其妻携子于 1910 年也远渡新加坡，加入茶行的经



























陈乔之:《东南亚华人资本的特点与动向》，汪慕恒主编:《东南亚华人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 页。




李秉蘐主编:《新加坡茶商公会史略》，新天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9 页。新加坡白新春茶庄负责人白进火先生口访，采访
人: 水海刚。采访对象: 白进火( 男) ，新加坡华人，务商。采访时间: 2017 年 9 月 28 日。采访地点: 新加坡白新春茶庄。水海刚笔录
保存。
白锡波( 一名白金讴) 生于 1900 年，据林捷胜的考察，白氏在随其母抵达新加坡后，并非一直在“白三春”工作。1914 年
他曾在马来亚柔佛的橡胶种植园工作，此后也在苏门答腊从事海产品贸易。1920 年成婚后，他返回“白三春”茶行工作，在新加坡
挑担售卖茶叶。参见 Jason Lim，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in the Fujian-Singapore Trade，1920 － 1960，Leiden·Boston: Brill，2010，
p. 84.
据《新加坡茶商公会史略》记载，白心正于 1932 年去世，然考诸其墓刻，则为民国 19 年( 1930) 。
新加坡茶商公会的记录显示，其第四至七届会员( 1932—1935) 构成中，白三春的代表人均为白锡波( 金讴) 。参见李秉蘐主
编《新加坡茶商公会史略》，第 225—228 页。
李秉蘐主编:《新加坡茶商公会史略》，第 229 页。新加坡白新春茶庄负责人白进火先生口访，采访人: 水海刚。采访对象:
白进火( 男) ，新加坡华人，务商。采访时间: 2017 年 9 月 28 日。采访地点: 新加坡白新春茶庄。水海刚笔录保存。
胡刚:《近代福建茶叶对外贸易的盛衰》，《中国经济问题》1985 年第 1 期。
唐永基、魏德端合编:《福建之茶》( 下) ，《福建调查统计丛书之五》，福建省政府统计处 1941 年印行，第 195—198 页。
税的影响下，福建茶叶出口开始衰落，同时印度、锡兰茶叶开始兴起，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外销闽茶遭
受严重冲击，大量茶庄倒闭歇业。但在厦门，这一状况却因“侨销茶”①的存在而得到改变。林捷胜
甚至认为，在 19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厦门，正是因为以乌龙茶为主的侨销茶的存在，使其茶业得以继
续延续，来自闽南的安溪商人构成了从事侨销茶贸易的主体，而厦门由于靠近安溪，从而得以继续作














居点构成，如峇株巴辖( Batu Pahat ) 、麻坡( Muar ) 、巴生( Port Kelang ) 、昔加末( Segamat ) 、吉隆坡
( Kuala Lumpur) 、怡保 ( Ipoh ) 、槟榔屿 ( Penang ) 等，同时也有销往砂捞越 ( 婆罗洲北部) 的 诗 巫
( Sibu) 、印尼的安班澜( Ampenan) 、苏门答腊( Sumatera ) 等地。以货物来源而言，“白三春”主要
从福建、台北、香港等地运销茶叶，以及从印尼雅加达运销各类日用杂货，其货物购销范围详见
表 1。






峇株巴辖( Batu Pahat) 、麻坡 ( Muar) 、巴生 ( Port Kelang ) 、昔加末
( Segamat ) 、吉 隆 坡 ( Kuala Lumpur ) 、怡 保 ( lpoh ) 、槟 榔 屿
( Penang) 等
印尼 雅加达( Jakarta)
北婆罗洲 诗巫( Sibu) 等
印尼 安班澜( Ampenan) 、苏门答腊( Sumatera) 等
资料来源:“白三春”系列商业信函( 1927—1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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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华侨华人消费群体的茶叶。据统计，20 世纪 30 年代，东南亚华人的侨销茶高达三四百万公斤，其中单单新加坡一地，年进口侨销
茶即高达 50 万—90 万公斤，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新加坡分销至东南亚各地。参见 Jason Lim，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in the Fujian-
Singapore Trade，1920 － 1960，p. 31.
Jason Lim，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in the Fujian-Singapore Trade，1920 － 1960，pp. 30 － 33.
这一说法来自张彬村的研究。他认为: “它( 华人在东亚水域的散居网) 给中国海商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商业基础结构
( infrastructure) ，替后者创造了外部经济( external economies) 。”参见张彬村《十六至十八世纪华人在东亚水域的贸易优势》，张炎宪主
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 3 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1988 年印行，第 356 页。以此而言，侨销茶即是外部
经济的一个具体体现。
China Maritime Customs: Trade Ｒeports，Amoy，1865.
戴一峰:《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对内经历了较大的人事变动，创始人白心正患病( 20 世纪 20 年代末) 、去世( 1930 年) ，其侄白锡波返回茶行打理生意; 就外部环境而
言，一方面茶叶主要供货地中国福建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影响了茶行的原料供应; 另一方面，爆发于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深
刻影响到了南洋华侨的经济生活，华侨群体失业众多，消费能力下降，对白三春的市场销售造成冲击。因此该批商业文书较为完整
地反映了白三春对于外部环境变动的应对，这一点较好地反映在其经营策略的改变上。
新加坡白新春茶庄负责人白进火先生口访，采访人: 水海刚。采访对象: 白进火( 男) ，新加坡华人，务商。采访时间: 2017 年
9 月 28 日。采访地点: 新加坡白新春茶庄。水海刚笔录保存。
《刘吉庆致白心正函》，1930 年 5 月 22 日、10 月 3 日。
《锡筠致白心正函》，1928 年 8 月 24 日。
近代厦门著名老字号茶庄，设于 1921 年，创办人为福建安溪人王淑景。
《尧阳茶庄致白三春茶行函》，1929 年 12 月 19 日。












































《甡春行致白三春茶行函》，1931 年 3 月 10 日、1931 年 1 月 14 日;《梁汝道致古撰函》，1932 年 2 月 7 日。
《金岩号致白三春茶行函》，1932 年 6 月 1 日。
汪慕恒主编:《东南亚华人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 页。
李秉蘐主编:《新加坡茶商公会史略》，第 14 页。
李秉蘐主编:《新加坡茶商公会史略》，第 16 页。
《星洲茶商公会成立宣言》，1928 年 9 月 25 日，李秉蘐主编:《新加坡茶商公会史略》，第 16—17 页。
国货”，更应被视为基于中国国内的反日爱国浪潮运动而做出的应对之策。1928 年 8 月 18 日，台北
的新芳春号致函“白三春”茶行，内称其配运的 90 件茶叶在南洋受到抵制，请白氏茶庄施以援手，将







寄建庄，候后日溪河通行，以便配晋”。③ 1932 年，福建崇安的梁汝道致函白古撰( 白心正之子) ，称由

































《新芳春致白三春茶行函》，1928 年 8 月 18 日。
《义顺昌致白三春茶行函》，1932 年 6 月 30 日、11 月 8 日。
《刘吉庆致白心正函》，1930 年 10 月 3 日。
《梁汝道致古撰函》，1932 年 2 月 7 日。


















要求将其代为推销的雪梨茶 15 箱，降价售卖; ②合昌号则以白三春茶行寄售之米粉含砂难以销售为





























《益祥号致白三春茶行函》，1929 年 7 月 3 日。
《丰源公司致白三春茶行函》，1930 年 3 月 7 日。
《合昌致白三春茶行函》，1930 年 7 月 20 日。
《许成发致白三春茶行函》，1931 年 3 月 25 日。
戴一峰:《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仁记号致白三春茶行函》，1928 年 10 月 25 日。





为例，1928 年，厦门奇泰美民局向白三春茶行配售的 66 箱茶叶，其中 1 箱在运输过程中被海水冲湿。
这些茶叶在运输时向一家名为“南英保险公司”的公司投保，在上述事故发生后，南英保险公司迅速
联系上“白三春”，告知相关理赔事宜及流程，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茶行自身的利益。从现有的资料来
看，“白三春”对货物保险还是十分重视的，如 1932 年 1 月 18 日，亚洲保险有限公司致函“白三春”，
内附一份海洋运输保单，将该茶庄运往峇株巴辖永进利号的 10 件茶叶予以保险，保险金额为银 300

















众所周知，海外华商网络的构建是以“原生性认同”( Primordial Identity) 为基础的，具体而言是以
地缘、血缘、业缘、神缘、学缘或族群等关系为依托，与民族国家要求的国民身份认同不相吻合，从而
在事实上形成了“华商网络”与“民族国家”间的某种对立。③ 但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反帝爱国
主义浪潮风起云涌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白三春”在商业经营活动的逻辑上，同时兼具了民
族性和在地性两个特征。一方面，以民族性为前提，其将自身的经营与移民在中国的原乡相绑定，如










《亚洲保险有限公司致白三春茶行函》，1932 年 1 月 18 日。
参见陈衍德《网络、信用及其文化背景———海外华人企业文化的初步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戴一峰《近
代环南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Business Strategi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Small Firms in South China
Sea Ｒegion before the World War II: Based on Pek Sam Choon’s
Business Letters( 1927 －1932)
Shui Haigang
Abstract: About the studies on the business strategies of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 before the war，
they usually have followed two approaches: one was GuanXi and Network; the other was State. The former
emphasized the dependence of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s on the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 The latter
advocated that the State’s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should be
emphasized，which in turn affected the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s’choice of business strategies. Judging
from the business strategy of Singapore’s small tea business Pek Sam Choon，it has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the“State”and the“Network”，which were considered to be opposed. On the one hand，they combined
their business with the main theme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evolution，so as to obtain helps
from the ancestral homeland and China. On the other hand，through the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 which
formed historical and developed to the modern times，it flexibly used the local resources of the emigrated
area to ease the impact of various transnational crises on their daily oper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rough the business practice of Pek Sam Choon，we could further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usiness strategy of overseas small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s before the World War Ⅱ.
Key Words: Small Overseas Chinese Firms，Business Networks，South China Sea Ｒim，Business Strategies
( 责任编辑: 王小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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